
“信息主导”背景下
农民工的生存状态和身份认同

郑松泰

提要:中国在市场经济改革这个过程中所经历的除了生产关系和产权关

系的变化外，还有一场伴随着全球一体化而来的信息革命。这意味着我国所
经历的现代化轨迹不同于欧美国家，从而农民工在城市打工所体会的“现代
生活”也有自身的独特之处。本文就此提出以“信息主导”( information-led)
为研究视角，探讨新一代农民工在全球信息化的背景下，其日常生活、社会关
系，以及个人身份建构( self-identification)所经历的变革过程。首先，本文通
过反思以劳资对立为研究视角的农民工研究，指出以该理论框架为指导的农

民工研究的理论预设及其视角局限。其后，本文会讨论信息及通信技术( in-
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ICTs)如何作为农民工研究的另一
个切入点，从日常生活的角度展现新一代农民工在面对“流动”和“通讯”之
间的必然性时所面对的疲惫、彷徨和被动处境。最后，本文会以珠三角地区
展开的田野调査，来说明信息及通信技术在新一代农民工的日常生活里的社

会意义，并探讨新一代农民工的生存状态如何对工人身份的认同构成阻力。
关键词:农民工 信息及通信技术 信息主导 流动 联系

一、导 言

自 1980 年代初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经有相当数量的农民工相继
从中西部的内陆地区去东边的沿海城市打工，其人数更由 80 年代初的
30 万剧增至 2008 年的 22542 万人(国家统计局，2008)。早期农民工
离家打工的目标是比较单一和明确的，就是“多赚几块钱，改善家里的
生活环境”。无论是选择自己在“外面”吃苦捱饿，以便省下一点钱回
家盖房、照顾老少，抑或是举家迁移碰碰运气，以寻找更好的生存条件，
他们所秉承的都是中国传统的家庭观念。不过，近年这个情况已经有
了变化。农民工离家打工、回家探望，这个过程可能为村里人或年轻的
一辈带来了新的人生价值观、人生目标，以及对何谓“生活”的另类看
法(墨菲，2009)。更重要的是，在前一代农民工的努力经营下，现在农
村的生活条件已经有了相当的改善，尤其是通讯技术的基础建设和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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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电视、固定电话、移动电话以及个人电脑和互联网等传播技术在农
村的日益普及，让发展落后的农村地区与发达的沿海城市有了更紧密

的联系。换言之，传播和沟通技术的发达让年轻一辈的农民工在去沿
海地区打工之前对城市生活已经有一定的印象、想象和期望，而这一种
渴望体验、模仿城市生活和强调个人享受的想法更可能反映出他们在
“家”、家乡、家庭和婚姻等中国传统家庭价值观上的改变。
和前一代农民工一样，一批又一批 80 年代末至 90 年代初出生的

年轻人纷纷涌到沿海地区寻找改善生活的途径。可是，他们到城市打
工的目标不仅是为了多赚钱改善家境，更重要的是希望“开开眼界”，
体验和农村生活不一样的生活模式。有一些年轻人更相信离家打工可
以让他们得到更自由的生活，因为这样才可以离开苦闷的农村生活，脱

离家里人的管束，抛开传统社会的制约(Lee，2007)。在城市打工的时
候，他们更可以“自己赚钱自己花”，感觉自己可以完全地独立自主，成
为主宰自己生活的能动者(Pun，2005)。这种“自给自足”的日子，让
他们体验了一种有别于农村社会的生活经验。可是，在城市打工所遇
到的困难却比他们想象的大得多，一方面农民工要面对本地居民的歧

视目光和冷淡态度(Chan，2001)，另一方面他们也要习惯在一个陌生
和缺乏安全感的地方，干着重复而沉闷的工作。他们一面是“外来
者”，另一面是“贡献者”。这两个貌似冲突的身份让他们经历了齐美
尔所说的“陌生人”的状态(Simmel，1950)。
本研究在珠三角地区东莞市一个工业区里展开，通过历时一年的

田野调査发现:信息及通信技术①因为自身的高度便携性和多元功能

性等特点，已经牢牢地嵌入在新一代农民工②的日常生活之中，广泛地

使用手机或互联网来进行沟通、娱乐和打发时间，这种现象成为我们了
解新一代农民工的重要一环。从打工目的和生存状态两方面来看，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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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信息及通信技术( ICTs)是信息技术和通信技术的合称。以往通信技术与信息科技属于
不同的范畴:前者着重于信息的传送技术，而后者则着重于信息的编码、译码，以及通讯
载体的传输方式。随着科技的发展，这两种技术慢慢变得密不可分，融合成一个范畴。
因此，“信息及通信技术”是一个涵盖性术语，泛指一些处理和传递信息的科技，以及与
此相关的产品，如手机、个人电脑和 MP3 等。
本文所指的“新一代农民工”为 80 年代末和 90 年代初出生的农村青年。这里所用的
“代”并没有英语“断代”(generation)的意涵，而指的是“同代人”( cohort)。“新一代农
民工”的特点在于他们在改革开放后的环境长大，从小开始就已经有机会接触各种各样
的数码产品，概念上与“数字原住民”(digital natives)和“数字移民”(digital immigrants)的
分类相似。有关讨论可参阅 Prensky，2001。



一代农民工对生活的看法和自我的身份认同已经出现了很大的变化。
本文立足于此，提出以“信息主导”( information-led)为研究视角，探讨
新一代农民工在全球信息化的背景下，其日常生活、社会关系，以及个
人身份建构(self-identification)所经历的变革历程。首先，本文通过反
思以劳资对立为研究视角的农民工研究，指出以该理论框架为指导的

农民工研究的理论预设及其视角局限。其后，本文会讨论 ICT 如何作
为农民工研究的另一个切入点，从日常生活的角度展现新一代农民工

在面对“流动”和“通讯”之间的必然性时所面对的疲惫、彷徨和被动处
境。最后，本文会以珠三角地区展开的田野调査来说明 ICT 在新一代
农民工日常生活里的社会意义，并探讨新一代农民工的生存状态如何

对其工人身份的认同构成阻力。在农民工问题日益复杂的情况下，本
文旨在尝试提出另一个可行的研究视角以加深我们对新一代农民工日

常生活的理解。

二、以劳资对立为研究视角的农民工研究:
理论取向及其局限

所谓以劳资对立为研究视角的农民工研究是指以马克思主义理论

和冲突理论为指导的农民工研究。这些研究所强调的是农民工在各种
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制度和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下所面对的劳资问题和

所遭遇的不公平对待，其传承的价值立场是强调“人的解放”(沈原，
2006;Burawoy，1982; Chan，2001; Lee，1998; Perry，1995; Pun，
2005; Solinger，1999)。他们大多认为资本主义的丑恶是把个人的劳
动商品化为资本家或某统治阶层的个人利益;农民工因为欠缺了生产

手段和受制于诸如户籍制度、劳动保障制度、工厂和宿舍管理制度等制
度性因素，最后必然地成为被压抑和被剥削的一方。也就是说，提倡阶
级对立、阶级矛盾、阶级冲突和阶级意识等还是当代中国农民工研究的
重点(Zhang，2009)。其中，大部分的研究可归纳为两个取向:第一个
取向是揭露经济社会文化制度对农民工的压迫和剥削，促使他们经历

马克思所说的“劳动异化”过程。更有甚者，他们可能被资本主义的运
作逻辑潜移默化，心甘情愿地为资本家或是统治阶层服务。第二个取
向是呈现农民工自身的“能动性”，强调工人有能力在社会制度和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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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钻空子，并认为他们可以在不同的处境下对种种不公平的社会

制度做出反抗，而且更会运用各种各样的策略来改变生存现状，甚至利

用自己的身体去反抗国家机器、市场机制和父权社会这三方面的压迫。
此外，这两个研究取向又以“阶级形成三部曲”为讨论逻辑:首先，农民
工因为农村的贫苦和城市的诱惑而产生“出外打工”的念头。其次，他
们在城市打工时经历了各方面的压迫和剥削。最后，他们尝试寻找各
种要求改善生活现状和发声的途径，并且促成新的中国工人阶级的形

成。毫无疑问，经过学者们十多年的努力，农民工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
的成果和深厚的基础。这些研究成果都是非常值得肯定的。时至今
日，农民工在城市里受到不公平的对待，遭受歧视、压迫和剥削等个案
还是屡见不鲜。令人奇怪的是关于中国工人阶级的研究已经有多年的
历史，但为何今天却变成在象牙塔里呼唤“阶级话语的回归”呢? 由此
我们必须反思以劳资对立为研究视角的农民工研究的理论局限，为日

益复杂的农民工问题寻找另一些可行的研究路径。
以劳资对立为研究视角的农民工研究在理论上假定了农民工在

“打工”的过程里实现“打工身份”和阶级转化，也就是由农民变成工
人，再借由工人身份进而成为城市人的发展过程。但是，由于农民工在
从农民转变为城市人的过程里受到种种限制，最终催生出新的中国工

人阶级(Chan ＆ Pun，2009)。“打工”一词的出处难以查究，据说源自
以广东话为主要沟通语言的我国南方地区。在主流的农民工研究里，
“打工”与马克思定义的“劳动”概念相近，意思是指个人为资本家服务
而转变为劳动主体的过程。“打工价值”由市场力量来决定，而资本家
则会通过不同的方法侵吞其剩余价值。“老板”所指的不只是社会主
义意义下的统治阶级，还包括全球资本主义下的资本家(参看 Pun，
2005:12 － 13)。简言之，“打工”就是替老板工作。以马克思的剩余价
值理论作为理解和解释“打工”过程里的不公平现象和劳工削剥等问
题的研究框架并无不妥，但首先要面对的问题是如何立足于中国独有

的社会脉络，再从该理论视角对“打工”的现象作深层次的分析。
这些学者已经注意到中国的经济改革是从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

和后工业社会的并行过程，开始从“生产领域”研究涉足“消费领域”研
究。例如余晓敏和潘毅(2008)通过分析“新生代打工妹”的消费模式，
探讨她们的社会身份如何经由国家、资本和社会的协同作用，在生产领
域被建构成备受剥削的“生产主体”，而打工妹又是怎样在消费领域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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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改造，渴望成为更自主和自由的“消费主体”。可惜的是，由于受制
于劳资对立的视角，农民工打工生涯里多姿多彩的生活经验往往被理

解为“打工身份”(dagong subject)建构的一个部分而已。农民工在城
市里的消费行为不是被解读为受到消费社会所塑造的强迫性和诱惑性

消费模式影响，就是被理解为农民工面对郁闷的打工生活的宣泄手段

或者建构工人身份的方法，也就是说，以劳资视角来研究农民工的消费

行为时会不自觉地带有对立和抗争的色彩。郑广怀曾经就此提问:
“如果身体痛楚也是一种抗争，那么还有什么不是抗争呢……如果我
们将打工妹在明知风险存在的情况下仍然进厂工作并产生身体痛楚视

为一种抗争，那么这种抗争与潜意识的自残( subconscious self-injuring)
又有什么区别呢?”(郑广怀，2007:221 － 222)
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民工群体内部基本上已经出现了职业的分化，

工厂工人、建筑工、服务员和保安员等不能以“农民工”这个概念概括
而言之﹐也就是说以“打工”这个行为等同于其个人身份，并且把其与
资本家二元对立，将其仅仅附着在与资本家对立的“工人”身份之上，
会很容易把农民工的自我身份建构的多元性过度简化理解，进而可能

低估了阶级形成过程的复杂性。再者，今天的农民工未必确定地移民
到某地，而是在不断流动甚至漂泊。字面上“移民”的意思是指人们为
了工作或其他原因而从一个地方迁往另一个地方居住。因为“移民”
的标准难以客观地以时间段来量化，所以农民工对流入地的主观意向

往往成为了农民工移民研究的主要准则，即考量农民工对流入地的主

观认识来确定他们是否将自己归为“移民”。可是，大部分珠三角地区
的工厂、餐厅和购物市场等一般都会为员工提供住宿和膳食服务。农
民工除了在外面消遣和消费外，待在企业里基本上已经足以维持生活

所需。当农民工的地域流动性和职业流动性越来越高，而日常生活与
其身处的打工社区只是进行短暂而有限度的接触时，“农民工”和“移
民工”等概念之间的关系就会变得相当含糊。因此，若简单地将“移
民”这个概念等同于农民工对目的地的意向时，就很容易忽视农民工
的流动过程如何对其身份认同产生作用。周明宝(2004)从社会身份
认同的角度，探讨城市滞留的青年农民工的文化适应和身份认同问题，

认为年轻农民工对城市生活方式高度认同，他们会对城市生活文化主

动学习吸纳，并且自觉地内化和外显地模仿趋同。马杰伟(2006)则通
过工厂和酒吧两个调査场景，发现珠三角地区的青年农民工不再是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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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意义上的省吃俭用族，有一些已经开始追求时尚，并且进入白领中产

阶层的消费空间。笔者自己更认为农民工并不是一个弱势群体标签能
够简单概括的，因为他们的外表打扮比中产阶层更能包含城市的(后)

现代性。

三、农民工与 ICT:以“信息主导”为研究视角

“科技”在社会学研究里的位置和重要性一般被置于现代性或现
代化研究之下。例如马克思(Marx，1946)在《资本论》中论证资本主义
灭亡和共产主义实现的历史必然性时，曾经把“科技”放在上层建筑范
畴，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背景下，科技只会成为资产阶级控制和

剥削工人阶级的生产工具。韦伯(Weber，1992)在《新教伦理和资本主
义精神》中把科技发展视为现代社会日趋工具理性的结果。而涂尔干
(Durkheim，1984)就会把越来越被中介化(mediated)的人际交往视为
现代社会的特征，因为这种交往已经不再属于“机械团结”的范畴。换
言之，在传统社会—现代社会、礼俗社会—法理社会、机械团结—有机
团结、生活世界—系统，以及个人—网络等二分概念中，“科技”不可避
免地被归类到代表“现代”的一方，并且被视为一个特定的结构因素影
响着社会文化各方面。这个二元对立的前设往往导致以“科技”为讨
论主旨的研究倾向于把科技视为一个独立于社会文化背景的领域和中

立的媒介，以普遍的视角去考察科技对日常生活和社会的影响(Misa et
al.，2004)。这些研究往往集中讨论人们如何使用科技，倾向于考察
科技的功能性和实用性等问题，停留在功能层面上讨论科技与社会之

间的关系。然而，在人际关系被科技产品日趋中介化、主体与客体的界
线日趋模糊化和全球社会文化日趋一体化的情况下，有不少社会学家

已经开始反思作为既定实在的“社会”( society)概念的适用性问题，并
探讨在日常生活中被无孔不入的媒介所包围的“社会”( the social)的
含义(Gane，2004)。汉斯·格斯尔(Geser，2004)率先提出“手机社会
学”，把手机视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并尝试为社会学的手机研究提出
系统性的研究框架，以回应日益复杂的“社会”问题。同时，西方学界
也开始大量涌现有关信息及通信技术的研究著作(Fortunati et al.，
2003; Hartmann et al.，2008; Hflich ＆ Hartmann，2006; Katz ＆ Aa-

111

论 文 “信息主导”背景下农民工的生存状态和身份认同



khus，2002; Katz，2003; Law et al.，2006; Ling，2004; Nyíri，2005，
2008; Pertierra，2002; Wellman，2001)。
在这些著作中，以拉什(Lash，2002)《信息批判》一书中对信息社

会的讨论别具洞见。拉什在该书的导言中开宗明义地提问:“批判理
论在信息社会的时代里是否还有可能?”(Lash，2002: vii)为了解答这
个问题，他首先说明了全球信息秩序(global information order)如何取
替了旧式的国家制造业社会，并且认为碎片化的信息具有极度压缩

(compressed)、快速流通( fast-moving)、非嵌入(disembedded)和错误等
(disformed)特征，使得批判理论不能再依靠“批判行为独立于批判对
象”的逻辑而进行讨论(Lash，2002: 6)。因为批判对象本身已经不再
是一个固定的理性本体，而是紊乱的、偶发的、游移不定的，以及被中介
和被信息化的“媒体景观”(mediascape) (Lash，2002: 8 － 10)。当市
场、工厂和宏观叙事( grand narrative)等资本主义社会的城郭、领地和
文本策略被虚拟化和信息化为网络社会上的点、线、界面和网络时，拉
什认为诸如资本、生产、意识形态、权力、阶级、文本、论述和叙事等批判
理论的关键概念已显得有些力不从心( Lash，2002: 26; 唐士哲，
2003)。社会上不平等和不公正的现象也因为信息秩序逐渐侵入日常
生活之中而改头换面，从具体地剥削( exploitation)转变为单纯地排斥
(exclusion)(Lash，2002: 4)，由此国际间政治和社会关系的运作逻辑
也会重新改写(Lash，2002: 26)。由于无处不在的信息流( information
flow)摧毁了我们反思所需的独立思考时间和空间，即便是批判本身也
无可避免地淹没在信息之河里，拉什认为研究者应该融入由信息所建

构的社会文化情境之中，从海量和生命短暂的信息流里寻找信息批判

( informationcritique)的可能性(Lash，2002: 141)。拉什的信息批判理
论的意义并不是在于阐明在全球信息化的情况下实物经济已经不再重

要，而是强调在实物经济的背后，虚拟经济的运作逻辑往往成为决定性

的要素。由此，本文提出以“信息主导”作为新一代农民工研究的视
角，就是希望通过信息社会里扮演信息传递、人际传播、日常娱乐等主
角的媒介，包括电视、电话、手机和互联网等信息及通信技术，来探讨新
一代农民工在面对全球信息化的情况下，其日常生活、社会关系，以及
个人身份建构在“流动”和“保持联系”之间的必然性时所经历的种种
转变过程。
值得注意的是，当我们以“信息主导”为研究视角时，要谨记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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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通信科技不是独立于社会并预先设定某种社会目的的产物;相反，它

的意义、功能、使用方法和适用范围等是与其身处的社会文化相互磨合
而成的( Ihde，1993)。它的角色和功能并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会因
时制宜地改变。因为无论对它持有“积极”或“消极”的看法，在此之前
已经隐藏了一个预设:ICT 只是一种供人们达到某种目的的技术性工
具或手段。也就是说，它对社会的影响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只是视乎
人们如何使用。可是，倘若我们要更深刻地了解信息与通信科技在新
一代农民工日常生活里的社会意义的话，只是把它视为不是“乌托邦”
(Utopia) 就是“敌托邦”(Dystopia) 的说法是不够中肯的(Dreyfus，
2001)。① 因为当 ICT由发源地被套用至另一个社会文化不同的场域
时，它会主动或被动地嵌入当地的社会文化脉络当中。“主动”的意思
是指该媒介可能在设计之初已经预设了某些特定的指令和程序，而使

用者只能依照这些模式来使用，从而为人们的生活带来新鲜的体验，并

引导生活的发展方向;“被动”的意思是因为不同人群拥有的知识库各
有不同(Schutz，1962)，所以对于信息与通信科技以及其所带来的可能
性的理解也各有异同。换言之，信息及通信科技不但是“不中立的”
(non-neutral)，而且会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每个领域，产生规范性的影响
(normative implication)(Feenberg，1999)。

四、流动与联系:新一代“农民工”与通信及信息技术

得益于传播技术的日渐发达，农民工在外地打工时不但可以使用

手机和互联网等信息及通信科技与身在远方的家人保持联系(Peng，
2008; Law ＆ Peng，2006)，而且可以扩大及维持在职场建立的朋友关
系或“江湖关系”(Yang，2008)。手机在农民工群体中日渐普及，让农
民工可以更快速地传播“招工”、工作环境和薪酬待遇等信息，提高了
农民工的职业流动性( job mobility)(Ngan ＆ Ma，2008)。手机短信则
为农民工提供了另类的诗词创作园地，一方面让他们可以一吐打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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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把科技视为“乌托邦”的意思是指科技能为人类带来一个理想的社会;视为“敌托邦”的
意思是指科技的发明只会危害人类社会。在英语中这两个词与西方社会基督教文明里
的“救赎”及“末世”对应。有关讨论可参阅 Mosco，2004。



活的不快和郁闷，另一方面互相发送手机短信的行为也逐渐地改变了

他们对两性关系的看法(Lin ＆ Tong，2008)。由于购买联网电脑的费
用还相对比较昂贵，手机 QQ就成为了农民工浏览信息、娱乐和聊天打
发时间的恩物(Cheng，2008)。正是因为手机与新一代流动(农)民工
的日常生活已经变得密不可分(杨善华、朱伟志，2008)，一些手机软件
生产商窥测到农民工在流动过程里对“保持联系”的依赖，便推出了一
种类似于传销活动的 ICT产品。

( 一) ICT传销与年轻农民工的发财梦
小珠和阿达是在工业区里的购物商场电器部上班的员工。① 来自

广东潮州的 21 岁女工小珠表示她已经好几个月没有使用手机 QQ 上
网了。最近，她只是用“麦酷”(MYcool)②与朋友联系。她说现在只有
智能手机(smartphone)才能够支持这个软件，所以她在几个月前花了
1000 多元买了一部诺基亚的智能手机。③ 接着，她开始演练 MYcool的
功能。首先，她打开了 MYcool 的应用系统，并按着手机的通话键说:
“我是东风小珠，现在向朋友演练 MYcool 的功能，请收到的朋友回
复。”键一放开，手机的扩音器就传出声音来:“我是东风阿辉，现在在
长安的路上……我是东风阿玲，现在去香港出差呢，小珠你吃饭没
呀?”小珠解释道:“‘东风’是我们这个团队的称号，每一个地方都会有
自己的称号的……在这个团队里，大家就好像一家人一样，无分彼此的
……现在有一些工厂也开始用这一个软件，让管理员可以与‘拉上’④

的员工直接透过手机联系啦，就好像使用步话机一样。”小珠的同事，
来自广西玉林的 23 岁的阿达补充说:“这个软件并不是随便可以安装
的，得有熟人的介绍。”小珠说:“对呀，上一次我们有几十人去大岭山
松山湖那里郊游，一个广州什么局的老婆也来了，所以在里面的人都不

是坏人来的。”阿达告诉我们他也刚使用该软件，不过是用宿舍电脑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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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按照学术惯例，调査所在的地点和文中所有访谈者的姓名均已做化名处理。
MYcool是一款在手机上使用的回拨电话，功能和步话机相类似。手机用户只要在手机
上下载 MYcool后登录，就可以与朋友拨打电话联系，详细资料可参阅该公司的网页
(www. mycool. hk)。
简单来说，智能手机和普通手机的区别在于前者内置了像掌上电脑的操作系统，让手机

除了具备通讯的功能外，还具备大部分掌上电脑的功能，例如储存和整理个人资料(如

word文件)、浏览网页、收发电邮、使用各种应用程序(如打游戏、看电影、听音乐)等。
“拉上”即 line上，意思是流水线上。



非手机，因为用手机开视频的流量大，比较费。后来，我们回去搜寻了
一些相关的资料，发现原来在网上已经有上百条关于 MYcool被指摘以
通讯产品进行传销活动的新闻。① 小朱和阿达的朋友与前同事小杨告
诉我们说:“这玩意就是传销嘛，我也搞不懂为什么阿达要搞……你知
道么，比如你要申请一个帐号，你先得交 3000 块，可是你交了 3000 块，
它不是给你一个帐号，而是三个。假如你能多介绍一个朋友呢，你就可
以赚回 1500。那两个就是 3000 啦! 不过之后你要再赚呢，就要向它
再买咯，然后一步一步升上去，每升一级提成就会按比例增加……另外
呢，比如你按这软件发给你的广告，每按一个就会回赠你 1 分钱……”
当然，这个案例可以被简单解读为因为市场信息不平等而导致农

民工被无良的商家诈骗了辛苦赚取的血汗钱，但问题是为什么“保持
联系”对新一代农民工来说是如此重要呢? 虽然 MYcool 的帐号需要
事先交 3000 元作为申请费用，而 3000 元对月收入 1000 元左右的农民
工来说实在不少，但与前一代农民工相比较，新一代农民工的家庭负担

已经比较轻，家里并不需要他们在外面赚取的一点工资糊口过活。家
里人一般还是会体谅他们在外面已经吃了不少苦头，认为他们能够

“自己搞定自己”已经是不错的了。对年轻农民工来说，这 3000 元付
出的重点在于 MYcool 为他们带来了一个“人生希望”。一般我们对
ICT的理解是具有“远方在场”(absent presence)这一特点，意思是通话
双方可以通过传播媒介产生“虽天隔一方，但犹如眼前”的感觉(Ger-
gen，2002)。虽然自己已经离乡背井，但当“思乡想家”的情怀不禁出
现时，只要简单地按几个按键，青年农民工就可以听到身在远方的亲人

的声音。但是这个“家”的感觉已经不是脑海中单纯的图像，而是经过
中介的感情传递。同样，虽然他们在职场可以结交几个知心好友，但无
奈“天下无不散之筵席”，有空想起只能发个短信慰问慰问。在这个基
础上，MYcool不但满足了与其他传播技术一样的功能，即为农民工在
流动的过程中提供“保持联系”的可能性，而且它更把这个可能性转化
为“致富”的机会。也许眼见前一代已经在城市里吃尽苦头，到头来只
落得还是中国社会最底层的“农民工”这个称呼，新一代农民工已经不
是我们想象的那样，安安分分地当一个“打工仔”或“打工妹”，并且认
为“劳动人民万岁”。因为眼看周边的城市人一个一个地因改革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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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请参阅百度新闻搜寻引擎，登录日期 2009 年 8 月。



而有机会盖楼起房，年轻农民工已经蠢蠢欲动地渴望扮演“苦力”以外
的角色。那么，MYcool这个致富的机会出现的意义在于:在“将来”无
法触及的情况下为新一代农民工带来了改变“今天”的希望。更重要
的是他们认为这个希望并不是一次性的，而是接踵而来的。因为除了
获得层层提成，“信息”也会在 MYcool 的使用者的交往过程里不断流
通。有时候“信息”并不一定是具体的投资或市场数据，而可能是心理
上区分相类相异的印象(Bateson，2000)，就好像小珠认为 MYcool里的
团队都是一个大家庭一样，无分彼此你我。
不过，当我们把以往对中国社会关系的理解考虑进去的话，这个从

功能到意义的关系会变得更为复杂。按照费孝通(2006 :23)的说法，
中国人的社会关系是以个人亲属关系为中心，依据亲疏关系层层建立

开去的，就“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
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反过来说，经
过 ICT中介化的人际沟通模式却有可能促成农民工使用者经历“自我
脱景化”(de-contextualization of self)的过程(Law ＆ Yang，2008)。在
这个沟通过程里，由于缺少了实在具体的生活背景作为“前台”( front
stage)与“后台”(back stage)两者之间的界线的区分(Goffman，1973)，
MYcool的使用者在进行聊天活动或信息传递时，一般难以察觉真实世
界的个人身份和社会地位在产生作用。也就是说，在现实生活中行动
的规范基础(normative foundation)会因为信息空间的压缩和紊乱而让
使用者产生平等而自主的感觉。这一点也说明了 MYcool 的团队需要
定期地举办讲座、培训、郊游以及清洁公共场所等集体活动的原因。因
为只有通过面对面的互动过程，才能把已经被 ICT 转化的“社会”，从
“联系的社会”( the social as association)(Latour，1993)尽量地恢复为
“总体性社会”( society as a whole)，以降低这种虚拟关系里的不安全
感，减低其虚拟性。在这个过程里，虽然农民工使用者一方面觉得自己
已经有能力编织个人的社会关系网，但另一方面却难以在现实生活里

寻找个人身份的立足空间。就好像小珠的情况一样，她虽然知道了某
某人是广州什么局的妻子，但这一个信息最多只是作为“拥有更多信
息”的假象，因为典型的中国农村社会从古到今还没有任何以“陌生
人”为基础的功能团体(Metzger，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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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手机 QQ:生产虚无的生产线①

手机 QQ几乎是所有 80 后农民工都接触过的信息及通信技术。
手机 QQ的出现不但改变了农民工使用手机的传统方式(即打电话和
发短信)，而且因为它本身的特点渗透到农民工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手机在新一代农民工群体之间日趋普遍，它无声无息地改变着农民工

的互动模式，甚至是群体形态。要是手机拥有上网功能的话，农民工就
可以以较为经济的方法使用手机上网聊天，节省了个别发送短信的费

用。②手机 QQ的操作比电脑来得简单，尤其是在文字输入法方面。一
些年龄较大普通话拼音不好的，或者是由操广府话的地区来到珠三角

打工的农民工，未必熟悉拼音输入法。这时，手机里的笔划输入法正好
弥补了他们在使用网络聊天工具时的不足，方便他们打字聊天。另外，
手机的价格也比较便宜，更方便收藏和携带。宿舍里以往热热闹闹的
气氛已经渐渐地被手机文化改变了。现在大部分新一代农民工都喜欢
躺在床上，对着手机屏幕聊 Q、看下载电影和电视剧、听音乐等，很少在
打工的地方找到知心好友。我们可以通过几个例子来看手机如何在工
厂和宿舍影响工人们在职场建立的社会关系。
来自湖南的 19 岁的阿莉是一名工厂女工，和其他青年农民工一

样，喜欢上班的时候用手机挂 Q。虽然她知道上班是不准带手机的，可
是她也不管。她说:“因为上班的时间太无聊了，有空的时候就偷偷跟
朋友聊两句，而且这样可以挂 Q 升级。”有时候，她会溜到洗手间里上
Q，一上就可能是十几分钟，最长的那一次竟在里面睡着了。她说:“虽
然组长知道我们在洗手间呀、角落呀那里躲懒、上 Q 和睡觉。不过不
是赶货的时间，她也会只眼开只眼闭的。”可是，有一次，主管(女性)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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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手机 QQ是腾讯 QQ公司在 2001 年开发的手机聊天工具。手机用户不但可以通过该网
络聊天工具和网友聊天通信，而且可以分享照片和音乐、更新个人博客、打 QQ 游戏等。
关于该程序的详细资料，可参阅 www. mobile. qq. com。
以中国移动“动感地带”手机网络服务计划为例，该公司在广东省推出了不同的短信优
惠套餐，分别为每个月人民币 19 元包括 130 条短信、29 元 300 条短信和 39 元 500 条短
信，但这几项优惠只适用于当地的电信网络。如果要发送短信到不同省份的中国移动网
络，每条短信要收取人民币 0. 10 元，跨网络公司的短信则要收取每条人民币 0. 15 元。
与短信收费相比，使用“手机 QQ”就简便合算得多。手机用户可以选择两种 GPRS 上网
收费方法:一种是“包月”，另一种是“按天收费”。“包月”有不同的形式，分别为每个月
人民币 5 元含 30M流量和 20 元 150M流量等。而“按天收费”是指用户当天要使用上网
服务的话，就在手机话费里扣除人民币 1 元作为购买 5M 流量的费用(中国移动广东公
司，2009)。



然突击检查，路过她身边时在她大腿摸了一下，发现她把手机藏在裤袋

里，于是就把她的手机没收了。那时候刚好碰上国庆节，她说受不了没
手机玩的空虚，于是又花了 1300 元买了一部新的手机，并把以前那一
部手机里的手机卡从主管那里偷回来。她辩解说:“如果我把整部手
机都偷回来，主管肯定会想到是我拿的，所以我就拿回手机卡。这样，
她就没借口骂我。”
从 80 后农民工的生活故事来看，似乎农民工的形象不一定是“悲

情”的，他们也有活泼和灵活的一面。但阿莉的故事提出了一个重要
的问题:新一代农民工“白天上班，晚上上网”的打工生活反映了什么
样的生活状态?

另一位工厂女工，来自广西玉林的 23 岁的阿凤说她每天下班都会
躺在床上上 Q，上累了就倒头睡觉。她说:“下了班个个都累死了……
基本上都不会聊天的，更不会聊上班的话题……相聚离别对我们来讲
是很平常的事情。你在外面工作就要面对和适应这种感觉和经历。生
命里没有永远的朋友……所谓‘朋友’只是谈得来，这还不足够吗?”
来自广东韶关的饭店经理阿珍说:“如果你把我的手机拿走了，我

想我也不能活了。你知道吗? 我们的宿舍只有四面墙，没什么可玩的，
真是很无聊的! 每天下班后回宿舍我都会上手机 QQ 的。有时候，我
和朋友聊 Q的时候还会睡着呢……如果在 Q上没人的话，我会发个短
信给我的朋友，叫他们上线聊天啦! 在我看来，老公可以丢掉，可是手

机就不可以啦!”
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是情境中心( situation-centered)的，而自我观则

是“关系的”( relational)(Hsu，1981)。个人在家族这个基本的人类群
体之中，一方面需要学习相互制约，另一方面又需要相互依存。存活在
这个网络形态之中的个人，必须学会因应不同的情境和场合运用不同

的行事准则。40 岁左右或者年纪再大一点的那一代农民工当年出来
打工时，很清楚自己的农民身份。大部分人想的是挣钱回家过好日子，
在城里能当上一个工厂工人已经很不错了。虽然有一些人选择举家迁
移到城市谋生计，但他们还是想着老死家乡，很多都把在城市省下的钱

拿回家盖房养老。新一代农民工则不然。80 后农民工不认为自己像
上一代一样，还是一个没有文化的农民，因为他们接受过基本教育;他

们跑到城市，但在城市偏偏难以扎根。作为在城乡壁垒之间的“双重
边缘人”(唐斌，2002)，他们一方面不想做农民，另一方面又不能做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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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人。更重要的是当他们开始使用手机聊 Q，与不同的人建立(虚拟)
关系时，手机 QQ不但可以让他们可以暂且搁下“打工仔或打工妹”的
身份，扮演不同的社会角色，更让他们从现实中抽离，以第三方的角度，

审视农民工身份的负面印象(Cheng，forthcoming)。这个过程不但会
促成新一代农民工出现自我身份认同的危机，而且令农民工群体的凝

聚力增添了一个不可估计的变数。
来自广东湛江的 19 岁的饭店服务员阿欣打算辞工回家。她说:

“我申请了一个新的 Q号，现在加那些朋友过来。以前的不再用了，重
新来过……以前那些人，我要全部转过去，到我新的那个里面，有一些
就不要了。以前那个现在不喜欢了，有一些人我不想加了。我曾经把
他删除过了，可是又跑出来，又有了。我就觉得他好烦……我跟他是不
可能的，因为他是湖南的，不可能的，而且我这次回去也不会联系了嘛

……他来找过我，可是我没有出去过。他很伤心啊，他要伤心我都没办
法啊。你对他越好，他就越误会。我说跟他做朋友，他不肯，他说做朋
友没意思。我说没意思那就不用做了嘛。我一直都当他是朋友啊。我
跟他说清楚了，他要这样我也没有办法。我换了新 Q，他就找不到我。
我回去换号码然后入网，我不打算告诉他。”

ICT似乎增强了农民工在建立人际关系方面上的自主性，但同时
却反映了他们对生活的无奈。从阿欣的对话中我们可以看到，她尝试
利用手机 QQ整理个人的社交网络，并把一些值得维系的关系留下，并
把一些不喜欢或不愿意再去面对的关系断绝，其背后的意涵是“重新
开始”。从离家打工那一刻起，悲欢离合在农民工的日常生活里是必
须面对的事情。只身在外打工需要学会的是面对各种喜怒哀乐，并把
一切看成习以为常、理所当然的事情，而 ICT 为此提供了一个渠道，一
方面让农民工抒发个人情感，另一方面教他们学会埋葬记忆并以虚无

的心情对待人和事。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在流动的场景、漂泊的生
态状态中走下去。白天，80 后农民工在流水线上干着重复而沉闷的工
作;晚上，他们躺在床上看着手机的屏幕重复而快捷地按那几个数字

键。手机似乎为工余生活带来了一点乐趣，可是他们却忘记了这种余
暇生活却在本质上与流水线劳动大同小异，从无法摆脱、欲罢不能的强
迫感来说，强度可能更甚。正如克里斯托弗·拉什所说，“当工作仅仅
由毫无意义的动作组成，社会常规原来因其仪式感而显得高贵，可现在

变成了角色扮演，工作者———不管是流水线上的苦力还是大型官僚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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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中的高薪雇员———寻求从这种不真实中逃脱，创造出同自己的日常
体验的讽刺性的背离。他试图把角色扮演变成日常生活的象征性提
升”(Lasch，1991:94 － 95)。也许，新一代农民工在这“虚无的生产线”
上已经逐渐忘记了自己在国家高速发展的舞台中慢慢退场的可能。
新一代农民工外出打工的状态好像是从一处(家乡)流动到某处

(可能是某地方的工厂或宿舍);ICT为他们提供了一个“保持联系”的
可能性，一个畅所欲言、自我陶醉的个人表演舞台，不过当他们在信息
之河里自得其乐或者彷徨自处时，他们可能会因而坠进不可预见的绝

处———虚拟世界。也就是说，农民工问题不限于在市场里出现，在日常
生活中“现代科技”的入侵更容易令他们沉醉于虚无的享乐之中。在
他们的生命历程里，“打工”只不过是人生中的一个中转站，因为他们
并不想一辈子做农民工。即使在上班，他们还是觉得跟朋友用手机聊
Q比较有意思。“我要学电脑、学打字，然后舒舒服服当一个文员”更
是 80 后农民工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五、结 论

本文通过梳理以劳资对立为研究视角的农民工研究的理论取向及

其局限，提出以“信息主导”作为研究农民工视角的另一种可能性。中
国经济改革至今，虽然只有短短 30 年的历史，但其社会文化背景已经
出现了很大的改变。一部手机对于不同年代的农民工来说具有不同的
意义:十多年前，他们会认为只有公司的老板才配得上拥有一部手机，

可是十多年后的今天，几乎每一个农民工都随身挂着一部手机。这个
数量上的变化带来的质量上的转变超出了我们的预料和想象，这意味

着在全球信息化的背景下，人际关系被信息及通信技术中介化的现象

会日趋普遍，而培育阶级意识(class consciousness)的基础———“社会”
的含义也同时出现了变化。当然，这并不是说“阶级”或者相关的概念
已经不再适用，而是说当我们使用阶级这个概念去研究我国的农民工

问题时，必须注意到劳资对立视角的限制与其适用性，以及中国日益复

杂的社会问题。要避免落入“西方中心主义”的窠臼，我们更加需要注
意到中国社会自身的现代化轨迹。
从生活取向来看，新一代与前一代农民工之间的最大差别是: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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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乡土社会与现代城市生活之间的角力中，往往倾向于选择“城
市”。城市生活除了发生在生产领域外，还包括亲身体验大都市的喜
与乐，如“购物”、“唱歌”、“蹦 D”、“逛街”和“上网”等都是城市打工生
活的一部分。“打工”在这个群体中的意义可能会因为在工余时间里
“眼界大开”而增添了各种各样的可能性。由此，本文借用拉什信息批
判理论的视角，提出以“信息主导”研究新一代农民工在全球信息化背
景下的日常生活状态。“信息主导”并不是把农民工研究与新媒体研
究简单地结合。因为“信息”并不是单纯的数据，“信息是活的”(Brou-
wer et al. ，2003)。因此，我们必须借用后现象学社会学的理论视角
( Ihde，1993)，一方面通过联系农民工的个人生活、自身特点，以及现
实的生存状态，探讨 ICT在新一代农民工的日常生活中的社会意义;另
一方面通过描述农民工消费 ICT 产品及其自身的特点，探讨“流动与
联系”如何在传统和现代之间得以联结融合，而这个过程又如何反映
出新一代农民工的人生选择。换言之，以“信息主导”作为农民工研究
的另一视角，不但可以让我们了解这个中国转型时期的特殊身份的年

轻农民工群体所面对的社会问题，而且反映了还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

中国社会所遭遇的冲击和变革过程。虽然本研究只是在起步阶段，无
论从理论还是研究方法上而言，还存在着很多不足之处，但我们相信，

在面对日益复杂的农民工问题时，社会学理论和研究视角上的创新是

不可或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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